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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更多企业通过参与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共创。 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以 332
家参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高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创新生态系统中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影

响,以及讨论了知识存量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

与价值共创的关系。 研究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角度剖析价值共创影响机制,丰富了知识流动相关理论研究,为推动创新生

态系统实现价值共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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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通过构建或参与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技术创新与价

值创造[1] 。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建设各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

置的生态系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从而进一步优化创新要素资

源配置、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也发生了从价值链资源整合到非线性跨组织形式的

逻辑转变[2] ,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多主体推动价值共创实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例如,华为鸿蒙系统向

全球开发者开源,并鼓励追求共同价值的中小企业参与其生态系统中,形成新的组织间合作、共享以及创新

关系[3] 。 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资源流动是实现价值共创的基础[4] ,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知识已然成

为创新的核心要素,知识创新能力成为高技术企业、行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5] ,企业开放式创新逐渐突破

内向型或外向型的局限,更注重主体之间的交互,相关学者从知识视角指出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流动能够促

进价值创造[6] 。 随着开放式创新理论和实践的延伸,部分学者提出了知识流入、知识流出和知识耦合流动

三种开放式创新的过程[7-9] ,其中知识耦合流动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种创新过程的结合,依赖多个合作

伙伴建立开放协作关系,有目的地管理穿越组织边界的双向知识流动,并需要结合具体的机制,如研发联

盟、创新生态系统等[5] ,从而进行知识的分享、流动与持续创新。
创新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活动需要互补性的合作伙伴,更强调协作双方知识的匹配度[10] 。 但多数研究

围绕创新联盟、创新网络中企业进行单向的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讨论[11-13] ,将
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结合讨论的文献较少,相对忽视了多主体间知识资源流动的交互性和动态性。 关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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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流动产生的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探讨其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对网络或系统层面价值共创

的作用仍缺乏关注[14-17] ,而企业单独进行创新与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存在本质区别。 随着技术创新复杂

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打造创新生态推动创新,知识耦合流动逐渐成为其中重要的开放协作模式,而追

求价值共创也是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共同目标[10,18-19] 。 因此,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探究知识耦合

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企业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创新主体,通过整合重构来自其他主体的互补知识,克服知识瓶

颈、推动价值共创,其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都可能会产生影响[20] 。 一方面,参与主体内部资源基础能够影响

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成果转化[21-22] ,企业积累的知识存量与企业间知识流动的互动对创新价值具有积极

影响[23-24] ;另一方面,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随之形成的协调机制、规则以

及价值信念,能够引导企业在价值共创活动中的价值主张和创新行为[20,25] 。 而同时关注企业内部条件与外

部规范约束在价值共创过程中的影响还有待深入讨论。 综上,研究将知识存量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纳入

理论框架,进一步明确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
基于此,研究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系统层面深入探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进行知识耦合

流动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将知识存量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结合企业内、外部角度

明晰实现价值共创的边界条件。 研究结论有助于扩展创新生态系统及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探索,并为企业的

知识耦合流动实践与多主体推动价值共创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

知识耦合流动即企业与互补主体建立合作关系,有目的地结合获取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商业化的双向

过程[9] ,其中获取和主动提供都是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7] 。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价值共创即作为核心

创新主体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与中介机构等参与主体进行互惠协作、资源整合,以此实现各自的

价值获取[2] ,是生态系统层面主体间交互协同追求共同价值主张的过程。 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与合作伙

伴、高校或科研机构等互补主体进行动态合作,实现创新过程中所需知识资源的耦合流动,能够推动价值

共创。
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企业既可以选择性地引进外部知识资源,也可以将内部知识实现商业化以获得

利润、增加市场创新机会[4] 。 有效的知识反馈是创新生态系统持续创新的动力源泉,进行新产品的设计与

研发时,企业应当积极发现并获取来自合作伙伴的知识,从而有效缓解由于缺乏新知识而造成的产能刚性,
同时能够扩充原有知识存量、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有利于企业改进和优化创新流

程,降低新产品的设计与研发成本,也能够发现其他参与主体的需求和潜在的市场机会[26] ,根据外部需求促

进知识创新,进而推动价值共创。 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可以有效地将科学研究与行业发展进行

链接,帮助科学研究以应用为导向,更能加速成果转化,进而促进价值共创[27] 。 另外,企业将内部非核心知

识实现商业化,一方面,能够提升企业资金流动的灵活性,支持内部创新活动与外部知识的获取,同时降低

冗余知识资源的维护成本,使内部知识资源价值最大化[28] ;另一方面,企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能够掌握商业

信息整合的主动权,以此调整后期战略导向和资源配置,通过对外部商业信息的捕捉更有目的性地引进外

部知识,能够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29] ,从而更好地实现价值共创。 此外,知识共享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学

习,激发了现有的知识储备和新知识思维,从而更好地实现成果转化。 同时,知识耦合流动离不开企业与合

作主体之间的深层互动,逐渐提升合作伙伴之间的可信度[26] ,进而有利于各主体进行价值共创。 综上,企业

与互补主体进行知识耦合流动,有目的地管理知识的双向流动,通过获取外部知识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

效率,推动知识创新的增值,同时将内部知识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创新,进而实现知识的升级和流动,以实

现价值共创。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具有正向影响(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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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存量的调节作用

知识存量反映了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知识资源总量[30] ,依附于组织结构、技术、员工和其他类

型的资源中。 研究参考 Wu 和 Shanley[31]的观点,以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两个维度来体现知识存量。 知识存

量能够增加企业的研发创新深度,在知识耦合流动过程中有效提升外部知识的利用率,是创新生态系统中

参与主体共同创新并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支持资源。
知识广度即企业掌握专业知识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范围[31] ,知识涉及领域较广泛的企业能够发现更多

的创新机会,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强化作用。 一方面,知识广度水平较高的企

业更加了解外部知识的价值性,能够有更广泛的创新灵感和思路,具备多种技术知识、创造新知识或新技术

的潜力,容易发现更多将获取的外部知识与原有知识联系起来的方法[32] ,能够提升知识流动对价值成果转

化的效率。 另一方面,企业的知识广度水平越高,可能会存在越多的知识接口,有助于知识的联结组合,从
而创造更多的创新价值[33] ,有利于加速新知识的商业化,快速提升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效率、降低成本[34] 。
此外,在主体间知识耦合流动过程中,知识广度高的企业由于认知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挖掘其知识存量的潜

在价值,因此倾向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互补主体进行交流和互动来增强对不同领域知识的理解,从而更有

效地利用外部知识,推动创新价值的转化[35] 。 因此,知识耦合流动通过融合内、外部知识产生创新价值和商

业化获得资金来源以影响价值共创,而知识广度的变化能够改变参与主体在价值共创实现过程中的新知识

生成量和主体间的交流机会。
知识深度即企业对特定技术或应用领域的熟悉程度[31] ,高知识深度的企业对所在领域的知识具有更深

刻的理解,能够加强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 一方面,在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企业的知识

存量深度水平越高,识别并吸收互补知识的能力也越高[36] ,参与主体进行新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效率也随之

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较高的知识存量深度为企业进行知识融合重构提供了一定基础,有利于更多的创新

成果产出[33] ,进而推动企业进行商业化、实现新知识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流动。 此外,知识存量深度越高的

企业对其领域内的知识理解越深刻,越能够准确预测内、外知识融合重构的预期效益[37] ,在获取外部知识的

过程中识别有效信息,促进更高层次的知识创新,更有目的性地进行知识耦合流动。 因此,知识耦合流动过

程中需要参与主体高效整合现有资源生成更具价值性的新知识,以此实现价值共创,而知识深度的变化能

够影响这一过程的效率。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知识广度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影响(H2a);
知识深度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影响(H2b)。
(三)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调节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由主体间多种复杂的互动和依赖关系构成,并不断进行着知识资源的流动,参与主体的

行为和反应可能对价值共创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38] 。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指创新生态系统中活动运作的

规范程度,体现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形成的正式规则、信息以及协调机制、共识、认证制度[25] ,这种外部约束

能够引导或改变创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而改变主体间的互动与价值共创的影响。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能够改变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正向关系的强度。 一方面,高水平的创新

生态系统规范性反映了参与主体之间具有良好的信息和协调机制[39] ,能够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的合作

环境,有利于减少参与主体之间的知识互动障碍,降低知识耦合流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知识资源的双

向流动和有效整合[40] ,实现更多的创新价值转化。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生态系统中不能形成一致的认知基

础,各参与主体难以有效利用知识耦合流动提供的资源基础,进而不利于价值共创的实现[40] 。 随着创新生态

系统规范性的提高,合作伙伴对产品或技术开发、运营与管理等方面的理解基本趋于一致,能够促进合作主体

对价值共创目标形成相同的认知,减少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矛盾和冲突[41] ,推动各参与主体在知识耦合流动

中充分转化创新价值,逐步实现价值共创。 此外,高水平的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体现在参与主体主动形成并遵

守系统规则和制度[42] ,不仅能够引导参与主体内部采取积极的行为方式,还有助于各参与主体预见合作伙伴

的行为,从而提高合作伙伴之间的可信度[40] 。 由此保证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间知识耦合流动等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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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特征统计

类别 具体类别 频数 占比(%)

企业规模

100 人及以下 38 11. 4
101 ~ 500 人 148 44. 6

501 ~ 1000 人 46 13. 9
1001 ~ 2000 人 60 18. 1
2001 人及以上 40 12. 0

企业年龄

未满 5 年 6 1. 8
5 ~ 10 年 59 17. 8
11 ~ 15 年 97 29. 2
16 ~ 20 年 84 25. 3

21 年及以上 86 25. 9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18 35. 5

非国有企业 214 64. 5

图 1　 理论模型

具有持续性[41] ,有效提升创新价值的产出效率。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

值共创之间的影响(H3)。
结合上述分析,研究旨在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中知

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生态系

统规范性和企业知识存量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提出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选择高技术企业的中高管理层作为调查对象,主要基于以下

考虑:高技术企业对知识的创新性和价值性的要求更高,创新需求更旺盛,与其他参与主体的知识互动更频

繁,能够更明显地体现知识耦合流动特征。 研究于 2023 年 3—5 月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借助学术团队的

社会关系网络,在沈阳、大连、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技术产业园区进行实地调研,由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价

值共创涉及多个参与主体,同时考虑到问卷的可获得性,选择核心企业及其他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企业作为

样本企业,通过两个角度对样本企业进行考察筛选:①考察企业间共同研发新产品或新服务的过程中是否

彼此依存、进行知识交流互动,实现共同创新目标,即是否体现共生关系特征;②考察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协

同特征,包括由核心企业与合作伙伴共建的科技园区。
设计问卷过程中,研究主要参考在国内外已发表期刊上的成熟量表,对英文量表的题项进行回译、润

色,形成问卷初稿,进行小规模的预调研,根据预调研数据的探索性因子结果,分析对不合理题项进行了删

除或修改。 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420 份,回收问卷 367 份,回收率 87. 381%。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

性,剔除作答时间过短、缺失值较多、从填写结果明显看出与整体矛盾的样本。 剔除无效问卷 35 份,共获得

有效问卷 332 份。 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二)变量测量

研究的主要变量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其中 1 为非常不符合,7 为非常符合。
知识耦合流动(coupled

 

knowledge
 

flows,CKF)采用 Zhao[43] 的量表,包括 4 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所在

企业通常能够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或中介机构处获取必要的技术和信息”“我所在企业经常出

售内部的技术知识和知识产权”,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7。
知识存量采用 Zhou 和 Li[44]的量表,其中知识广度(knowledge

 

breadth,KB)包括三个题项,代表题项如

“企业对所属行业生产工艺方面的不同知识掌握比较全面”,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68;知识深度

(knowledge
 

depth,KD)包括三个题项,代表题项如“企

业对本行业技术领域的知识掌握得相当深入”,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09。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规 范 性 ( innovation

 

ecosystem
 

normativity,IEN)采用宋华等[40]的量表,包括 4 个题项,
代表题项如“企业所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员具备产品、

 

技术、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共识”,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61。
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VC)采用宋华等[40] 的

量表,包括 4 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所在企业通过与

合作方合作通常能够完成新产品设计”,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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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年龄、规模的企业,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创新行为方式,其知识存量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可能影响价值共创[31,36] 。 此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也会采取不同的创新和

经营战略,可能对价值共创产生不同影响[25] 。 因此,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将企业年龄(FA) 、企业

规模(FS)和企业性质(FO)列为控制变量,以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其中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均划分为

5 个层级,分别以 1 ~ 5 赋值;企业性质属于无序类别变量,因此使用虚拟变量赋值,国有企业取值为 1,非
国有企业取值为 0。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所有变量均由一人填写,很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 对所

有题项进行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其中首个主成分变异量为

29. 140%,低于 40%,可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没有造成严重干扰。
(二)信效度检验

研究主要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组合信度 CR 值对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2。 内部一

致性信度方面,知识耦合流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7;知识广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68;知识深

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09;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61;价值共创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05。 均大于 0. 7,表明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在组合信度方面,研究通过软件 SPSS
 

25. 0 得到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各变量的 CR 值。
如表 2 所示,知识耦合流动的组合信度为 0. 847;知识广度的组合信度为 0. 814;知识深度的组合信度为

0. 787;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组合信度为 0. 800;价值共创的组合信度为 0. 802。 各变量组合信度均高于标

准阈值 0. 7,表明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
效度检验方面,一是,研究采用软件 AMOS28. 0 对 5 个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3。

四因子模型的各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模型( χ2 / df = 2. 282,IFI = 0. 916,TLI = 0. 895,CFI = 0. 914,RMSEA =
0. 062),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 2　 变量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α CR AVE

知识耦合流动
(CKF)

企业通常能够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或中介机构处获取必要的技术
和信息

0. 782

企业经常通过购买其他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来进行新产品或服务
的研发

0. 778

企业经常出售内部的技术知识和知识产权 0. 696
企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将内部知识资产商业化 0. 788

0. 787 0. 847 0. 581

知识广度
(KB)

企业积累了多个市场领域的知识 0. 785
企业的研发专家由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 0. 776
企业对所属行业生产工艺方面的不同知识掌握比较全面 0. 749

0. 768 0. 814 0. 593

知识深度
(KD)

企业对所属行业非常熟悉 0. 710
企业在所属行业中的知识水平很高 0. 750
企业对本行业技术领域的知识掌握得相当深入 0. 768

0. 709 0. 787 0. 552

创新生态
系统规范性

( IEN)

企业所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有比较健全的正式规则 0. 696
企业所在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信息和协调机制 0. 700
企业所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员具备产品、技术、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共识 0. 760
企业所在创新生态系统具备共同认可的认证制度 0. 669

0. 761 0. 800 0. 500

价值共创
(VC)

企业通过与合作方合作通常能够完成新产品设计 0. 681
企业通过与合作方合作通常能够完成新产品开发 0. 767
企业通过与合作方合作通常能够改进运作流程 0. 724
企业通过与合作方合作通常能够优化战略规划 0. 661

0. 705 0. 802 0.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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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关于收敛效度及区分效度,各变量的收敛效度通过 AVE 值和 CR 值进行检验,由表 2 可知,各变量

的 AVE 值均大于 0. 5,CR 值也均大于 0. 7,由此判断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检验主要通过

比较各变量的 AVE 平方根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间相关系数,若 AVE 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值,则表明具有较

好的区分效度。 比较结果见表 4,对角线上的加粗数据为 AVE 值的平方根,量表各因子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

因子间相关系数,表明研究的量表区分效度良好。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 / df IFI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CKF;

 

KB;
 

KD;
 

IEN;
 

VC 285. 281 125 2. 282 0. 916 0. 895 0. 914 0. 062
四因子模型 CKF+KB;

 

KD;
 

IEN;
 

VC 542. 98 129 4. 209 0. 781 0. 737 0. 779 0. 098
三因子模型 CKF+KB+KD;

 

IEN;
 

VC 696. 362 132 5. 275 0. 701 0. 65 0. 698 0. 114
二因子模型 CKF+KB+KD+IEN;

 

VC 764. 645 134 5. 706 0. 666 0. 615 0. 663 0. 119
单因子模型 CKF+KB+KD+IEN+VC 918. 55 135 6. 804 0. 585 0. 525 0. 581 0. 132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利用软件 SPSS25. 0 对知识耦合流动、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价值共创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其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具体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4 数据可知,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

呈显著正相关( r= 0. 352,p<0. 001),与假设 H1 预期一致,初步证实了研究的基本假设。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

除了需要检验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性质)、自变量(知识耦合流动)对因变量(价值共

创)的直接效应之外,还要考察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调节效应,且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研究通过软件 SPSS25. 0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假设检验。
如表 5 所示,研究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在

构建交互项之前,首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以此降低由于变量直接相乘所得交互项

引发的多重共线性。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4,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4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值 FS FA FO CKF KB KD IEN VC
FS 2. 75 1. 228
FA 3. 56 1. 110 0. 439∗∗∗

FO 0. 36 0. 479 0. 174∗∗ 0. 297∗∗∗

CKF 5. 3855 0. 979 0. 012 -0. 095 -0. 005 0. 762
KB 5. 7741 0. 833 0. 230∗∗∗ 0. 080 -0. 025 0. 267∗∗∗ 0. 770
KD 6. 0753 0. 664 0. 122∗ -0. 045 -0. 037 0. 288∗∗∗ 0. 371∗∗∗ 0. 743
IEN 5. 9526 0. 626 0. 151∗∗ 0. 117∗ -0. 047 0. 391∗∗∗ 0. 494∗∗∗ 0. 458∗∗∗ 0. 707
VC 5. 9706 0. 580 0. 077 -0. 007 -0. 022 0. 352∗∗∗ 0. 233∗∗∗ 0. 208∗∗∗ 0. 259∗∗∗ 0. 709

　 注:样本量为 332;∗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0. 001;对角线上的加粗数据为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

表 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A -0. 043( -0. 687) 0. 002(0. 037) -0. 006( -0. 106) -0. 003( -0. 057) 0. 008(0. 144) 0. 020(0. 349)
FS 0. 100(1. 636) 0. 077(1. 347) 0. 040(0. 690) 0. 047(0. 840) 0. 051(0. 908) 0. 037(0. 651)
FO -0. 027( -0. 463) -0. 035( -0. 639) -0. 018( -0. 338) 0. 025(0. 479) -0. 017( -0. 330) -0. 004( -0. 081)
CKF 0. 351∗∗∗(6. 771) 0. 283∗∗∗(4. 978) 0. 239∗∗∗(4. 360) 0. 240∗∗∗(4. 330) 0. 239∗∗∗(4. 339)
KB 0. 094(1. 536) 0. 173∗∗(2. 885) 0. 065(1. 096) 0. 067(1. 150)
KD 0. 053(0. 890) 0. 034(0. 604) 0. 122∗(2. 067) 0. 057(0. 997)
IEN 0. 071(1. 087) 0. 057(0. 909) 0. 078(1. 234) 0. 141∗(2. 188)

CKF×KB 0. 291∗∗∗(5. 659)
CKF×KD 0. 256∗∗∗(4. 976)
CKF×IEN 0. 274∗∗∗(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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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R2 0. 009 0. 130 0. 155 0. 231 0. 215 0. 224

Adj
 

R2 0. 000 0. 120 0. 136 0. 212 0. 195 0. 205
ΔR2 0. 009 0. 122 0. 024 0. 076 0. 060 0. 070
F 0. 946 12. 269∗∗∗ 8. 464∗∗∗ 12. 118∗∗∗ 11. 044∗∗∗ 11. 686∗∗∗

最大 VIF 1. 320 1. 337 1. 658 1. 661 1. 659 1. 72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0. 001。

1. 主效应检验

表 5 中的模型 1 为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三个控制变量对价值共创的回归,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模型 2 加入自变量知识耦合流动。 结果表明,模型 2 的解释力显著提高(ΔR2 = 0. 122,p<0. 001),知识耦合

流动对价值共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 = 0. 351,p<0. 001),表明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间的知识耦合流动能

够促进价值共创,因此假设 H1 得到支持。
2. 调节效应检验

表 5 中的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作为调节变量,结
果表明,模型 3 的解释力(相对于模型 2)显著提高(ΔR2 = 0. 024,p<0. 001),且自变量对价值共创的影响依

然显著(β= 0. 283,p<0. 001)。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与知识广度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模型 4 的解释力(相对于模

型 3)显著提高(ΔR2 = 0. 076,p<0. 001),表明自变量与知识广度的交互项对价值共创的变异具有额外贡献。
知识广度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 291,p<0. 001),即企业的知识广度水平

越高,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假设 H2a 得到支持。
模型 5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与知识深度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模型 5 的解释力(相对于模

型 3)显著提高(ΔR2 = 0. 060,p<0. 001),表明自变量与知识深度的交互项对价值共创的变异具有额外贡献。
知识深度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 256,p<0. 001),即企业的知识深度水平

越高,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因此假设 H2b 得到支持。
模型 6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模型 6 的解释力

(相对于模型 3)显著提高(ΔR2 = 0. 070,p<0. 001),表明自变量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交互项对价值共创

的变异具有额外贡献。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 274,
p<0. 001),即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规范性程度越高,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因此假设

H3 得到支持。
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呈现知识存量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分别选取高、低

两组不同样本的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进行回归分析,并绘制调节效应图,以观察知识

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作用方式,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知识存量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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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调节作用

　 　 由图 2(a)可知,随着知识广度的增强,知识耦合流

动对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也随之增强,表明知识广度

对主效应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上述结果与模型

4 的回归结果一致,假设 H2a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由

图 2(b)可知,随着知识深度的增强,知识耦合流动对

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也随之增强,表明知识深度对主

效应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上述结果与模型 5 的

回归结果一致,假设 H2b 得到验证。
同样地,由图 3 可知,随着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

增强,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也随之增

强,表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对主效应具有明显的正

向调节作用。 上述结果与模型 6 的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假设 H3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应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问卷调研收集一

手数据,不适用样本替换与变量替换,因此考虑选择方法替换。 Bootstrap 方法对样本进行重抽样,能够充分

利用已知的样本数据信息,不需要其他假设或增加新样本,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因此采用 Bootstrap 方法再次

验证知识广度、知识深度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调节效应。 在软件 SPSS
 

25. 0 中选择 PROCESS
 

v3. 3 程

序,样本量选择 5000,具体运行结果见表 6。
知识耦合流动与知识广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0. 236,p<0. 001),95%置信区间为[0. 155,0. 316],不

包括 0。 其中,低知识广度时,效应值为-0. 042,95%置信区间为[ -0. 140,0. 055],包含 0,不显著,但是在

中、高知识广度下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 094,0. 214]、[0. 269,0. 432],均不包含 0,显著,由此判断知识广

度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假设 H2a 再次得到支持。
知识耦合流动与知识深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0. 239,p<0. 001),95%置信区间为[0. 146,0. 332],不

包括 0。 其中,低知识深度时,效应值为 0. 002,95%置信区间为[ -0. 093,0. 097],包含 0,在中、高知识深度

下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 100,0. 222]和[0. 241,0. 398],均不包含 0,显著,由此判断知识深度正向调节知

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假设 H2b 再次得到支持。
同理,知识耦合流动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0. 258,p<0. 001),95%置信区间为

[0. 166,0. 350],不包括 0。 低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时,95%置信区间为[ -0. 108,0. 076],包含 0,在中、高创

新生态系统规范性下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 083,0. 209]和[0. 230,0. 385],均不包含 0,因此显著,由此判

断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正向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假设 H3 再次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
Bootstrap 方法与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同,故认为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6　 调节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调节路径 交互项系数 下限 上限
不同条件下的调节效应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知识广度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
共创的关系

0. 236∗∗∗ 0. 155 0. 316
低 -0. 042 0. 050 -0. 140 0. 055
中 0. 154∗∗∗ 0. 030 0. 094 0. 214
高 0. 350∗∗∗ 0. 042 0. 269 0. 432

知识深度调节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
共创的关系

0. 239∗∗∗ 0. 146 0. 332
低 0. 002 0. 048 -0. 093 0. 097
中 0. 161∗∗∗ 0. 031 0. 100 0. 222
高 0. 319∗∗∗ 0. 040 0. 241 0. 398

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调节知识耦合
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

0. 258∗∗∗ 0. 166 0. 350
低 -0. 016 0. 047 -0. 108 0. 076
中 0. 146∗∗∗ 0. 032 0. 083 0. 209
高 0. 308∗∗∗ 0. 040 0. 230 0. 385

　 注:∗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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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本文通过对 332 家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高技术企业的情

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知识耦合流动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 Cheng 和 Huizingh[45]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认

为企业开展耦合型开放式创新活动能够提高创新绩效,并回应了相关学者对深入探讨耦合型开放式创新行为

的呼吁[8,9] 。 具体而言,随着竞争环境的加剧,更多的企业选择构建或参与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创造,企业有

目的地管理穿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资源,增加参与主体间知识流动的机会,有利于价值成果的转化。 对于创新生

态系统,知识耦合流动能够从不同角度解决信息对称等问题,有利于多主体共同实现价值共创。
其次,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进

一步支持了宋华等[40]的观点。 具体而言,良好的规范程度有利于增强参与主体间的信任度与合作稳定性,
降低创新生态系统中出现风险的概率。 因此,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建立规则不仅能够增加参与主体之间的信

任、降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流动障碍,为实现价值共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企业知识存量对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支持验证

 

了 Adner 和 Kapoor[46]的观点,企业内部资源基础能够影响创新绩效提升或价值共创。 知识广度水平更高的

企业能够迸发更多的知识融合思路和灵感,并对其产生的效益有相对准确的预期;知识深度水平更高的企

业对于互补知识的识别与吸收能力更强,能够加速知识耦合流动促进价值共创的过程。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验证了参与主体间进行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补充

了知识耦合流动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 已有大多从企业层面探讨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而对系统层面价值

共创的关注较少,研究验证了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知识耦合流动与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丰
富了主体间动态交互作用的相关文献,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研究成果。

其次,研究拓展了参与主体间开放式创新行为与价值共创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 已有基于开放式创新

理论视角探讨如何推动价值共创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单向知识流动,研究结果反映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

在价值共创活动中需要不断进行知识交互,解释了知识耦合流动与系统层面价值共创的关系,补充了开放

式创新的研究框架。
最后,研究从企业内、外部环境角度,拓宽了企业知识耦合流动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发挥作用的边

界条件。 已有开放式创新活动作为前因变量的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企业创新导向、吸收能力等权变因素,忽
视了组织内、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 通过将制度支持与知识重构能力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研究结果深化

了知识耦合流动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为推动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提供了借鉴。
(三)管理启示

首先,知识耦合流动能够创新参与主体间的协作模式,打造全新的协同创新生态。 创新生态系统中的

合作企业可定期开展交流会议,增加知识交流机会。 充分利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协同关系,积极获取需要

的知识或技术来补充内部知识储备,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 此外,管理者应当关注市场需求,内部设立知识

资产商业化部门,在适当的时机出售非核心知识或技术来提高收益,加速资金周转驱动创新。
其次,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规范性能够有效地指导参与主体进行价值共创活动,企业应当致力于创新

生态系统中规范机制的明确和完善,包括正式规则的构建,制定灵活的信息和协调机制,通过创新活动中不

断地合作互动在研发、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形成共同的认知基础。
最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应注重知识资源的深度积累与领域扩展,实现自身对知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

创新价值转化。 一方面,聚焦自己的主要专业领域,不断精进,深化积累;另一方面,企业要避免故步自封,
密切关注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的产品或市场动态,获取、组合相近技术领域的知识元素,积极探索不同

领域的异质性资源,提高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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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需要未来深入讨论:第一,知识耦合流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很多挑战,但研究

未从实践角度探究企业如何进行内部和外部的知识管理;第二,研究基于企业的内、外部角度讨论了边界条

件,未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揭示知识耦合流动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影响机制;第三,研究仅控制了企业

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等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增加对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参与主体的特

征变量的控制,以此得出更稳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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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companies
 

create
 

value
 

is
 

shifting,
  

with
 

more
 

companies
 

achieving
 

value
 

co-creation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heory,
  

332
 

high-tech
 

firm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were
 

taken
 

as
 

samples,
  

the
 

impact
 

of
 

coupled
 

knowledge
 

flows
 

on
 

value
 

co-crea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knowledge
 

stocks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normativity
 

were
 

explored
 

by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
 

that
 

coupled
 

knowledge
 

flow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value
 

co-crea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Both
 

knowledge
 

breadth
 

and
 

knowledge
 

dept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pled
 

knowledge
 

flows
 

and
 

value
 

co-cre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normativ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pled
 

knowledge
 

flows
 

and
 

value
 

co-creation.
  

It
 

analyzes
 

the
 

value
 

co-cre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s
 

of
 

firms,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lated
 

to
 

knowledge
 

flows,
  

but
 

also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realize
 

value
 

co-creation.
 

Keywords:
         

innovation
 

ecosystem;
 

coupled
 

knowledge
 

flows;
 

innovation
 

ecosystem
 

normativity;
 

knowledge
 

stocks;
 

value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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